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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译论术语之名与实

　
朱灵慧

摘　要：西方翻译理论中的各类术语有共性亦有特性，有发展也有传承。术语的产生都

有其具体语境，如其后隐藏的社会政治文化背景以及研究者的主体性等。在借鉴使用时，
需尽量参照一手资料考究甄别，厘清术语的名与实，避免对术语使用范围的随意泛化。
关键词：术语；语境；社会性；主体性

随着翻译学科的发展，国外译学经典著作的不断引进，西方翻译理论以其流派分明、
术语林立而影响着越来越多的国内学仁，这无疑有助于开拓学术视野，丰富研究维度。但

在实际运用过程中，西方译论庞杂的术语体系常令人眼花缭乱。各术语因产生于不同语

境而有不同所指，彼此之间貌合神离；有的术语在学者提出之时便有所针对；亦有术语晦

涩难懂，并无实际理论价值。如此种种，不一而足。倘若拾得一言半语便如获至宝，牵强

附会加以套用，必然导致术语内涵的歪曲和误读误用。本文拟通过分析术语产生的具体

语境，厘清脉络，探寻西方译论中术语的名与实。

一、译论术语之貌合神离

综观西方翻译理论发展史，每个阶段都有其不断推陈出新的术语作为显著标志。就

翻译方法而言，从古罗马时期西塞罗提出的“解释员”式翻译与“演说家”式翻译的区分，近
代施莱尔马赫提出的“走向作者”或“走向读者”的途径，以及当代译论中的“归化”与“异

化”（韦努蒂）、“语义翻译”与“交际翻译”（纽马克）、“显性翻译”与“隐性翻译”（霍斯）、“记

录式翻译”与“工具式翻译”（诺德）等等，均试图以二元对立的模式概括翻译方法。如不加

探究和追问，上述划分易使人误入认识上的两个极端：或认为各组划分大同小异，或感慨

于西方术语的异彩纷呈。但是，略加考究甄别便不难发现，各组概念有共性亦有特性，有

差异亦有传承。
西塞罗在《论最优秀的演说家》中说：“我不是作为解释员，而是作为演说家来进行翻

译的，保留相同的观点和形式，即大家所说的思维方式，但却使用符合我们表达习惯的语

言。为此，我认为翻译时没有必要字当句对，而是要保留语言的总体风格和力量”①。这

段话成了“西方翻译界的传世明言”，“更是成了西方翻译理论起源的标志性语言”②。但

值得一提的是，在原文中，此段论述前还谈到两个前提：一是翻译的起因，作为古罗马著名

的演说家、政治家、修辞学家，西塞罗认为自己有责任承担起翻译这一任务，以纠正学生对

演说风格的错误理解；二是翻译的内容，在此特指翻译埃司奇涅斯（Ａｅｓｃｈｉｎｅｓ）与狄摩西

①

②

Ｄｏｕｇｌａｓ　Ｒｏｂｉｎｓｏｎ．Ｗｅｓｔｅｒｎ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ｏｒｙ：ｆｒｏｍ　Ｈｅｒｏｄｏｔｕｓ　ｔｏ　Ｎｉｅｔｚｓｃｈｅ．Ｂｅｉｊｉｎｇ：Ｆｏｒｅｉｇｎ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Ｔｅａｃｈ－
ｉｎｇ　ａｎ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６，ｐ．９．
谭载喜：《西方翻译简史》，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４年，第１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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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Ｄｅｍｏｓｔｈｅｎｅｓ）这两位演说家的著名论辩。结合上下文理解西塞罗提出的这一翻译原则，可以推测，
“作为演说家”式的翻译，即“带着激情，带着表情，有声有色，挥洒自如，词语鲜明、生动、准确、富有感染

力”①。尽管无从考证西塞罗是否将此作为翻译一切文体的通用准则，是否在他自己翻译色诺芬（Ｘｅｎｏ－
ｐｈｏｎ）的《经济学》和阿拉图斯（Ａｒａｔｕｓ）的《论现象》时也采用了同样的翻译策略，但至少可以推断，西塞

罗倡导的“演说家”式的翻译是为了在译文中更好地体现语言的风格和力量，其文体指向侧重于演说辞。
哲罗姆是西方基督教会权威神学家之一，以其主译的《通俗拉丁文本圣经》而驰名。在《致帕玛丘

书》中，他为自己辩说的同时阐述了自己的翻译思想，并在西塞罗的“字当句对”（ｗｏｒｄ－ｆｏｒ－ｗｏｒｄ）基础上

提出了与之相对应的“意译”（ｓｅｎｓｅ－ｆｏｒ－ｓｅｎｓｅ）。这一组为后来译学界相提并论，广泛引用，并争论不休

的概念其实源起于不同的背景。哲罗姆曾宣称，在把希腊语翻译成拉丁语时，他不是逐字对译，而是以

意译意，但《圣经》的翻译除外。用倡导“直译”抑或“意译”来归纳哲罗姆的翻译观难免会有简化之嫌。
当时他应尤西比乌（Ｅｕｓｅｂｉｕｓ）之邀翻译了伊皮法纽主教（Ｐｏｐｅ　Ｅｐｉｐｈａｎｉｕｓ）给耶路撒冷主教约翰（Ｊｏｈｎ，

Ｂｉｓｈｏｐ　ｏｆ　Ｊｅｒｕｓａｌｅｍ）写的一封信，此信作者地位甚高，内容关乎基督教教义，其翻译备受关注，翻译时

些许的增减便会引起强烈反应与非议。事实上，哲罗姆此前的宣称是为了给自己辩护，证明即使在被控

诉的翻译中做出了增减，但却无碍于宗教教义的传达，他还借用西塞罗和贺拉斯的权威地位，援引他们

的论述作为支撑。其实，哲罗姆并未在“直译”与“意译”之间做出非此即彼的抉择。在他看来，当原语语

言的美妙难以在译语中得以体现之时，逐字翻译，译文会显得荒谬；改变语序或措辞，又有滥用译者职权

之愧。这种矛盾的心理不仅源于语言本身之间的差异，还因慑于宗教经典的权威和神秘。从哲罗姆的

论述和其翻译《圣经》的实践分析，他提倡“直译”和“意译”的调和，即译者应适当做出保留和取舍。
到了近代，德国著名哲学家、神学家兼语言学家施莱尔马赫采用二分法，在《论翻译的方法》中提出

“读者走向作者”（ｒｅａｄｅｒ－ｔｏ－ａｕｔｈｏｒ）或“作者走向读者”（ａｕｔｈｏｒ－ｔｏ－ｒｅａｄｅｒ）的两种途径。尽管施莱尔马赫

并未直接采用直译与意译这两个概念，但他指出以前提出的二元对立的方法都应归于这两种途径之内，
并且认为这两种方法大相径庭，不可混用，译者无论采取哪种途径都应该坚持到底。在分析比较二者利

弊的基础上，施莱尔马赫提出了自己的主观偏向，即让“读者走向作者”。回到当时的社会文化语境，我

们不难发现这一主观偏向的良苦用心所在。施莱尔马赫在此所言的读者特指德国读者，他将翻译看作

是普鲁士民族主义运动的重要实践，即借助翻译精英文学丰富德国语言，同时助德国文化完成其全球统

治的历史使命。其中暗含的矛盾是：一方面，出于爱国之心，对外国文化必须暂时屈尊，最终目的则是使

德国文化超越其他文化；另一方面，施氏的理论表现出对文化差异的尊重，意味着他承认德国文化尚需

借助其他文化得以发展②。作为一名政治激进主义分子，处于当时的弱势文化，他希望德国强大，认为

在翻译中保留异域语言文化差异有助于丰富德语，这是他提倡“读者走向作者”的深层原因所在。
美籍意大利学者韦努蒂与施莱尔马赫一脉相承，在《译者的隐身》一书中提出了“归化”和“异化”理

论，并对之进行了详细阐述。韦努蒂对翻译的讨论是以英语这一强势语言为目标语而展开的，他所列举

的个案都是从弱势语言（如意大利语）译入英语这一强势语言的。在源语偏离英美文学规范时，他反对

“透明”的翻译，主张采取“异化”的策略以重现原作特点，认为这既有助于保留源语的异国情调，译者亦

可藉此改变自己的隐身状态。细细比较施氏与韦氏的观点会发现在二者表面相似的幻影下存在着本质

的目的上的差异。如前所述，在施氏的理论框架中，作为目标语的德语处于相对弱势，“读者走向作者”
是为了借强势语言之力改造目标语，恰如鲁迅主张翻译中采用欧化的句法是为了不但“输入新的内容，
也输入新的表现法”。结合施莱尔马赫与韦努蒂身处的语言系统的地位差异以及其所处的语境差异分

析，他们提出的术语貌合神离，相去甚远。粗略看来，施氏与韦氏都倡导“文本中心论”，但施氏的出发点

是指在将外国文本译入德语时（强势语译入弱势语），要尽量保持外国文本的异域特色，以便为德语输入

新的养料；而韦氏探讨的是将外国文本译入英语时（弱势语译入强势语），要充分展现弱势语特色，以挑

·８５·

①
②

郑海凌：《文学翻译界说考辨》，载《四川外语学院学报》１９９９年第３期，第９６页。
Ｌａｕｒｅｎｃｅ　Ｖｅｎｕｔｉ．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ｏｒ’ｓ　Ｉｎｖｉｓｉｂｉｌｉｔｙ－Ａ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４，ｐ．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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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翻译作品在英语中的二流地位。
也有西方学者尝试对类似术语予以区分厘定。例如，纽马克曾经指出，奈达的“功能对等”与其“交

际翻译”意义相同，都强调译文对读者的影响；而与霍斯的“隐性翻译”就只能称得上相似，因其关注的焦

点是两种语言的文化差异。在他看来，奈达的“形式对等”属不合理的翻译方法，而霍斯的“显性翻译”与
“语义翻译”较为近似，只不过“语义翻译”更多论述了直译的可行性。除了对概念内涵予以分辨，纽马克

还注意到几组术语在提出时所选用的文本也各有侧重，奈达的理论以《圣经》翻译为根基却又试图使其

不宥于此类文本；霍斯在论述“隐性翻译”时多以科技、旅游、金融等题材为例，论述“显性翻译”时以宗

教、政治、文学类文本为支撑；而纽马克自己则运用普鲁斯特的作品节选探讨“语义翻译”，用政治专刊讨

论“交际翻译”①。
通过概述上述几组术语的语出情境可以发现，原本貌似的术语之间实有千差万别。西方翻译理论

中术语与术语之间的这种看似相近，实则迥异的例证比比皆是，在此不一一赘述。从历时的角度考察，
其相似性、传承性固然不容置疑，但这种相似性、传承性背后的实质差异亦不可混淆。

二、术语产生之语境限制

西方译论不断推陈出新的术语体系确实对翻译研究的广度、深度、维度起到了推动作用，但其复杂

性也导致在实际引介过程中出现种种问题，耐人寻味与深思。不仅上述貌合神离的术语应引起警觉，标
新立异、滥造术语的现象也不无存在。如若在引用术语时不加区分地简单套用，在评介西方译论时完全

依靠未必可靠的二手资料，或是在运用术语时将其抽离语境、牵强附会，则必然会导致对术语内涵的歪

曲和误读误用。“虽然这种倾向不是主流，可已经给我们的借鉴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所以我们有必

要对此加以重视。”②没有哪个理论是在真空中产生的，也没有哪个理论能放之四海而皆准，因此，在具

体阐释运用术语或使术语本土化的过程中需对其内涵、实质仔细分辨，并还原至历史语境考察甄别，避

免因疏于判断而产生的不当。
（一）术语产生的社会性

翻译研究者与译者、译作一样具有社会性和历史性③。毋庸置疑，研究者提出某一理论或某一术语

时，或多或少都受到社会背景的影响和限制。如若追溯西方译论中的“直译”与“意译”之源，不难发现其

与权威、宗教等外在因素休戚相关。在某种程度上，当时两种翻译方法的对立就是信仰的对立。例如奥

古斯丁，作为一位神学家，在他看来翻译就是一个统治人民的工具。他深信上帝的感召，对原文的坚守

即是对宗教教义的坚守。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法国语言学家多雷，正是因其译文被控“曲解”了柏

拉图，“使译文含有否认灵魂不死的意思而犯有信奉异教罪”，结果落得尸体与作品一并被焚。或许正是

屈于宗教压力，哲罗姆才在公开宣称提倡“意译”之时，特意强调《圣经》不在可意译的范围之内，因为《圣
经》中的句法结构都是富有神秘意义而不可更改的，以此寻求对自身的保护。甚至奈达的“功能对等”也
是从传教士的角度出发，强调上帝的旨意一定要准确无误地传达给说各种语言的信徒。

如果《圣经》翻译中是原作的经典与权威对相关术语的产生起到了制约，那当代翻译学在低地国家

和以色列等国兴起这一现象则从另一个角度呈现出术语产生的社会性。这些国家在翻译研究作为独立

学科的发展初期做出了开拓性贡献，在开展翻译的实证研究领域，也走在西方其他国家的前列。反观当

代西方译论中后殖民理论、多元系统理论、女性主义理论的源起，无一不与特定社会历史条件相关。提

出多元系统理论的埃文·左哈尔作为以色列学者，身处相对较为年经的文化系统，深刻感受到翻译对于

民族文学发展的巨大影响；后殖民主义理论的代表人物，如巴勒斯坦的赛义德、伊朗的拉什迪、印度的斯

皮瓦克、霍米·巴巴和尼兰贾娜等，几乎均为出生在原殖民地而后在宗主国中成长的一批知识分子；而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来加拿大“英法两大族裔政治对立、语言排斥、文化分离的具体国情”赋予了“女性主

·９５·

①
②
③

Ｊｅｒｅｍｙ　Ｍｕｎｄａｙ．Ｔｈｅ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Ｃｏｍｐａｎｉｏｎ　ｔｏ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Ｎｅｗ　Ｙｏｒｋ：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２００９，ｐ．３０．
曹明伦：《翻译之道：理论与实践》，河北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第２２１页。
Ａｎｔｈｏｎｙ　Ｐｙｍ．Ｍｅｔｈｏｄ　ｉｎ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Ｈｉｓｔｏｒｙ．Ｂｅｉｊｉｎｇ：Ｆｏｒｅｉｇｎ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ａｎ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７，ｐｐ．２６～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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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文学翻译的加拿大特色”①，涌现出以西蒙、弗洛托等为代表的女性主义学者。功能主义理论则发轫

于欧盟的建立和各个欧洲国家开始广泛的合作与产品进出这一大背景之下②。事实上，任何翻译理论

或术语都在特定的条件下孕育而生，无疑具有社会性和历史性。
（二）学者的主体性

作为一门人文学科，如同译者有主体性一样，翻译研究者同样具有主体性。从事研究的个人或群体

的学术兴趣决定了其所关注的是这个或那个领域而不是其他领域。至少起初的出发点只是主观的，但

随着研究的深入，资料的收集，经过多方论证，逐渐趋向客观。由此可以推测，理论思想和术语体系既受

研究者自身学术视域的影响，又用于为其特定的理论目的服务。
在翻译研究发展壮大的过程中，有一个现象尤其引人瞩目。各领域学者纷纷著书立说，开始对翻译

研究予以前所未有的关注。不仅语言学学者、比较文学学者一如既往地对翻译予以关怀，另有民族学、
文化学、心理学、哲学，乃至国际政治学等领域学者都对翻译表现出浓厚的兴趣，翻译研究成为一门名副

其实的综合性学科。这些来自不同学理背景的学者的介入对拓展研究视角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使

翻译理论术语异彩纷呈。如勒弗费尔与巴斯奈特主要是从文化视角，特别是从其所擅长的比较文学和

比较文化视角来探讨翻译；皮姆丰厚著述的一个共同点就是强调用社会学的方法来研究翻译，突出翻译

与社会因素之间的互动关系，这一立场显然与其所接受的社会学学术训练不无关系；霍恩比在德国的经

历使她对德国翻译理 论 情 有 独 钟，在《翻 译 研 究 中 的 转 向—是 新 范 式 还 是 角 度 转 换？》（Ｔｈｅ　Ｔｕｒｎｓ　ｏｆ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Ｎｅｗ　Ｐａｒａｄｉｇｍｓ　ｏｒ　Ｓｈｉｆｔｉｎｇ　Ｖｉｅｗｐｏｉｎｔｓ？）一书中，作者“大力介绍了相对处于弱

势的德国和东欧一些理论家的思想”③。另外还有威尔斯、穆南等的语言学研究方法、源于心理学的“有

声思维”（ＴＡＰｓ）、从社会学借用的概念“模因”（ｍｅｍｅ）以及来自人 类 学 的“我 族 中 心 主 义”（ｅｔｈｎｏｃｅｎ－
ｔｒｉｃ）等术语均源于不同的学科。学者的治学背景潜移默化地影响着研究视角和切入手法。鉴于此，在

对翻译研究者的观点或术语进行考察时，应以辩证的方法，包容的心态，考虑其客观条件限制，而不苛求

某一理论或术语成为万验灵药。譬如，在当今讨论“文化转向”一词时，无限定地予以套用或妄加批评都

有失客观。结合提出该术语的学者背景和话语语境就会发现，文化研究派的着眼点本来就在文学翻译，
无意也未曾想将其作为普适定律。

除了受学术视域的影响之外，翻译学者的主体性还体现在有意或有针对性地采用某一术语，实现其

学术目的。西方译论术语中也不乏标新立异、另辟蹊径之举，实乃旧药换汤。芒迪就曾感叹翻译研究的

困难之一就是术语泛滥④，指出纽马克一面批评“等效论”，一面却又就翻译过程和目标语读者提出类似

的观点。许纪霖在谈到国内外学统问题时曾指出，“一些震耳发聩的新思潮虽然很时髦，但如今隔一段

时间来看，不少是学术泡沫，经不起历史的淘洗”⑤。在霍恩比看来，跟很多新兴学科一样，翻译研究的

一大恶疾在于总是重新发明轮子，这种自说自话或许是因各国或各领域学者缺乏对话所致，但着实使原

本复杂的学科更加扑朔迷离。有研究者担忧，“假如翻译研究没有了那些时髦的术语，翻译研究还有没

有实质性的内容？”⑥

（三）术语自身的模糊性

另外，有些术语界定不清，内涵模糊，语焉不详，不仅未能起到归纳的功效，反而引发了诸多无谓的

争论。例如，国内外学界持久的直译、意译之争很大程度上就由此而起。德国学者霍恩比曾指出，翻译

研究中的很多分歧都源于对基本概念的不同使用，比如除了“ｎｏｒｍ”外，其它还包括“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ｓ”，“ｖａｌ－
ｕｅｓ”，“ｓａｍｅｎｅｓｓ”以及“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ｃｅ”等。为此，翻译研究中对基本术语哪怕一丁点的一致也会有助于达

成共识。皮姆在论及“ｓｙｓｔｅｍ”这一术语时，认为“系统理论”仅在翻译研究中的运用就包括左哈尔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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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形式主义理论发展的“多元系统理论”、描述翻译研究所指的系统、赫曼斯的“系统”等。由此导致的

最大不便在于无人确定到底“ｓｙｓｔｅｍ”指的什么，更不用说它与规范、历史或翻译的关系了。复杂的专门

术语在翻译研究中的运 用 同 样 令 人 费 解，如 霍 尔 兹 曼 塔 里“翻 译 行 为”理 论 中 的“ｍｅｓｓａｇｅ－ｔｒａｎｓｍｉｔｔｅｒ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ｓ”，晦涩难懂，根本无法解释单个译者的实际翻译情况；弗米尔的“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ｕｍ”也无益于深化

翻译理论。

三、结　语

如前所述，术语和理论的产生都有其特定的语境限制，在运用前需弄清理论产生的背景，了解它是

在什么情况下，为了什么目的而提出来的，即明白理论从何而来，为谁所用。通过对部分术语语境的探

究与分析，笔者得到如下启示：
第一、只有尽可能地深入第一手资料，理解和吃透西方译论术语之名与实，才不会在实际运用中斩

头去尾，抽离语境地误用。正如很多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国内学界对韦努蒂“异化”概念的误解误用和争

议，就是由于对术语的名与实不甚了解，仅仅凭借半路得来的只言片语企图投机取巧。韩子满的评论也

是一针见血，“没有读过多少西方译论原著，国内学者的评介著作也没有仔细读过，却拿来一堆术语，大

谈西方译论如何如何”①。早年国内对西方译论的了解和掌握受客观条件所限，大多只能借助《当代西

方翻译理论探索》（廖七一，２０００）、《西方翻译简史》（谭载喜，２００４）等著作的勾勒，了解西方翻译理论的

发展衍变。随着中外学术交流的纵深发展，国内推出了数套原版翻译研究丛书，对深入理解西方译论，
弄清来龙去脉提供了契机和翔实的第一手资料。

第二、辩证地、客观地对待西方译论中的术语，既不能照单全收，亦不能全盘否认。目前，国内不少

著述对西方现当代译论越来越多的“反思”、“质疑”之声充分显现出这一理性的态度。更有学者在批判

的基础上创新，提出卓然洞见。如曹明伦教授在指出德国功能派的目的论失之偏颇后，首次提出了“文

本目的”和“非文本目的”的概念，无疑是对该理论的丰富和发展；吕俊教授在对西方已有几种翻译研究

范式进行反思与批评的基础上尝试重新建构翻译本体论的知识体系，等等。
第三、西方译论术语在中国的适用度亦值得探讨，尤其是在特定历史、政治、国情之下产生的西方术

语，如“后殖民主义理论”。纵然西方译论的贡献对中国译学发展举足轻重，但万不可推行不加分辨的

“拿来主义”。另外，西方术语在中国“旅行”的过程中所发生的变迁及其困境也是值得关注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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